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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夏传播研究的历史回眸与
书写范式的求索
——从评介《华夏传播学引论》讲起
王  婷
（	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	 福建		厦门	 361005	）
摘 要：华夏传播研究几乎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
来的，四十年来华夏传播研究从无到有，在几代学人的不懈努
力和艰苦探索之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成果，在传播学
本土化-中国化的求索之路上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宝贵尝试。
《华夏传播引论》一书系统回眸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、
代表人物和理论收获；以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传播学为理论进
路，探索了华夏传播研究的书写范式，将五千年华夏文明中的
传播思想、传播人物、传播活动、传播媒介纳入到内向传播、
人际传播、组织传播、大众传播、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予以考
察；并且具体剖析了华夏传播中的说服传播、舆论传播、公共
传播、媒介批评、文艺传播、宗教传播等传播现象；内容涵盖
华夏传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，论从史出，引人入胜，堪称一道
引领广大读者进入华夏传播领域的津梁。
关键词：华夏传播	 	 历史回眸	 	 书写范式	 	 大传
统	 	 小传统
华夏传播研究以华夏文明中所固有的传播现象、传播媒
介、传播人物、传播思想为研究对象，是传播学中国化和构
建传播学中国学派的宝贵探索和尝试。华夏传播研究的渊源
其来有自，四十余年来，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，其理论建
构已经初具规模，近年来陆续出版了《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
土化研究》、《华夏传播学引论》、《华夏传播新探》、《华夏
传播学的想象力》、《华夏文明与舆论学本土化研究》、《中
庸的传播思想》、《光荣与梦想：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四十年
（1978-2018）》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，其中《华夏传播学
引论》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年出版，以下简称《引论》）一
书，是一本专门为指导华夏传播研究方向的初学者入门而编
著，是一本全面深刻阐释华夏传播学的优秀读物。该书论从
史出、引人入胜，堪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和对华夏文明传播
的爱好者进入华夏传播理论研究领域的一道津梁。
《引论》的写作经过四五年准备，可谓精心之至，该书
的编排以传播学视角为进路，发掘华夏文明中的深刻隽永的
传播智慧，第一章到第五章依据传播学的基本框架：内向传
播、人际传播、组织传播、大众传播、跨文化传播依次展开。
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分别择要论述了华夏文明传播中的说服传
播、舆论传播、公共传播、媒介批评、文艺传播、宗教传播的
具体领域中的传播活动及其传播特点。
一、华夏传播研究的回顾
首先，要想进入华夏传播学的殿堂，有必要对华夏传播
学近四十余年来的发展历史了然于胸，这是通往华夏传播学
的必经之路。对此《引论》一书的编著者谢清果教授在绪论
部分不惮其烦地用了近五十页四万余字的篇幅详加论述，为
初学华夏传播学朋友铺设了一条通往华夏传播学的津梁。
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兴起于西方现代社会。二十世纪
四五十年代，在所谓“西方传播学之父”威尔伯·施拉姆
（Wilbur Schramm 1907-1987）的努力下传播学开始其学
科化建制进程。从时间上来看，传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，
其产生时间甚至要晚于今天十分前沿的计算机学科。作为一
门年轻的学科，传播学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式进入中
国学术界视野。1980 年复旦大学首先开设了《传播学概论》
课程。1982 年5月初，施拉姆开启了他“传播学进入中国的
破冰之旅”，同年11月在“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”上，与会专
家学者一致认为传播学在西方是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并且为中
国传播学学科的建设提出了著名的“十六字方针”：“系统了
解、分析研究、批判吸收、自主创造”。自此年轻的西方传播
学开始邂逅古老的华夏文明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中国传播学研
究的第一代学者就充分意识到了传播学研究本土化——亦
称中国化的重要性。
1983 年，施拉姆的中国高足余也鲁教授，为施拉姆《传
播学概论》一书的中译本作序，没有正面去介绍施拉姆的传
播学理论，而是把焦点聚焦到了传播学的中国化问题上来，
选用了《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探索》一文作为
代序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余也鲁教授作序之所以会“顾左
右而言他”，正是基于对中国学人能够借鉴西方传播学理论
的成败利钝，开创具有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、中国特色的传播
学研究的殷切希望，有一种强烈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意识在里
面。
在西方传播学的启迪和余也鲁等老一辈学者的不懈求
索下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进程不断推进。其中一项重要的成
果便是以现代传播学理论视角梳理审视中国古代文明中各种
传播现象、传播思想、传播人物的华夏传播学。
本文微信网页版
特
别
推
荐 —
 
文
化
传
播
DOI:10.13556/j.cnki.dncb.cn35-1274/j.2019.03.019
东南传播     2019 年第 3 期（总第 175 期） 56
作为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研究领域的传播学，自从传入中
国并生根发芽以来，迄今已有四十年，几代中国学者，用传播
学的新鲜视角，融会贯通文史哲等传统学术领域以及人类
学、考古学、社会学等现代学术视域，在华夏传播学研究领
域筚路蓝缕、深耕细作，取得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成
果。
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吴予敏教授1988 年出版的《无
形网络——从传播学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》，这本书被誉为
“华夏传播研究的开山之作”。[1] 该书的问世意味着五千年
华夏文明自此正式地纳入了传播学视角的思考场域之中。由
此刻起，华夏传播研究事实上实现了“零”的突破，[2] 同时也
为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指明了一个方向，那就是华夏传
播研究。从此吸引不少后来学者不断深入思考和投身到华夏
传播研究中来。
其次要提到的就是1993 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“首届海
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”。老辈学者传统文
化学养深厚，因此这次座谈会上主题用的是“传”而不是今
天习以为常的“传播”，因为在古代汉语中一个单音节词，就
往往能够覆盖今天许多双音节词的含义，这是汉语言在传
播信息上一个固有的特点，显示出隽永而洗练的文字传播风
格。最早余也鲁教授就主张“中国传”这个名称，在这次座谈
会上也得以延续。会议召开的里程碑意义体现在：群贤毕至，
出版了论文集《从零开始》，规划了“五史六论”，最终有四
部论著得以出版面世——孙旭培主编的《华夏传播论》、郑
学檬的《传在史中——中国社会传播史选辑》、黄鸣奋的《说
服君主——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》、李国正的《汉字解析和
信息传播》。它们分别从总论、分论、细论等角度对华夏传播
学所涉及的相关议题进行阐述。可惜的是“中国传”这一宏
大的研究写作计划准备开展之时的上个世纪90 年代，正值
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研究范式“以现代化（西方化）
为纲”气氛正隆的时候，[3] 西风东渐之下，当时国内的人文社
会科学纷纷倒向引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路径，“草上
之风必偃”，年轻的传播学科自然不能幸免，从英美一系的
充满实用色彩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到欧洲大陆富含哲意思辨
的批判主义传播学，再到加拿大极具想象力的媒介生态学，
国内传播学界几乎是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式的向西方传播学
学习如何建构中国的传播学科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传
播学研究充当了引进西方传播学术思想的桥梁，这种对西方
传播学大规模的翻译、刻意学习和模仿，深刻左右了我国传
播学研究学术走向和格局。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，1997年孙
旭培主编的《华夏传播论》出版，除孙旭培教授本人发表了
三篇评论介绍之外，[4] 应者寥寥。郑学檬的《传在史中》、黄
鸣奋的《说服君主》和李国正的《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》三部
论著作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与传播研究所推出的“华夏传
播研究丛书”于2001年通过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，随后这次
“国内第一波有组织的中国传播史和传播思想史的书写计划
悄然停歇”，[5] 戛然而止。规划中的“五史六论”11部作品，
实际上只出版了四部，其余7部没有出版并非因为没有完成，
其中有的或是已经定稿，或是已经完成初稿，或是已经完成
主体论点的写作。[6] 造成上述境况的原因，从宏观上来看，
与当时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大环境大背景是分不开的，据刘海
龙介绍“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十年”，我国传播
学研究者的“基本立场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”，[7]“2000 年
前后译著大量出版，学习吸收尚且应接不暇，本土化问题又
被搁置一边”。[8] 此时的华夏传播学研究和其他许多传播学
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一样遭遇了被搁置到了边缘化的“灰色地
带”的境遇，从干劲十足、热火朝天暂时转入在低潮中酝酿新
的火焰，等待喷薄。
华夏传播研究之路上的又一重要成果就是黄星民教授发
表于《新闻传播与研究》2002 年第4 期的《华夏传播研究刍
议》一文。从华夏传播学内部来看，此文对于华夏传播学的
意义就相当于胡适之博士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之于“白话文运
动”的意义。此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厘清了华夏传播学的内涵，
明确了华夏传播学研究的意义。正如专业的历史学者对“华
夏”二字的界定一样：“从历史角度来说，所谓华夏，既非民
族部落概念，又非宗族国家概念，也非朝代概念，它是一个
民族概念。其所指乃汉族的前身华夏族。华夏文明就是华夏
族的文明，以及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。”[9] 黄星民教授将华夏
传播学研究的范围限定在“古代中国”，须注意的是“古代中
国”并不等同于“中国古代”，因为里面还存在这一个史学界
目前尚有争鸣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，为避免含混不清，黄星
民教授将“古代中国”诠解为“中国传统社会”，亦即现代性
中国之前的前现代中国社会。其次，黄星民教授明确界定了
华夏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“传播活动与传播观念”，前者形
而下、有形、具体；后者形而上、无形、抽象。这无疑确定下
了华夏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框架和格局。
上述关于华夏传播学发展脉络和历史节点更为全面和
翔实的叙述见于《引论》一书的绪论部分。《引论》一书出版
于2017 年，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变化，伴随中国经
济崛起，开始重返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，国内人文社会科学
的学术研究范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，由“以现代化（西方化）
为纲”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向“以中国化为纲”的人文社会
科学的转变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“中国人文社会科
学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大地，直面和回应现实生活中
的问题，与实现中国梦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
贯通起来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穿自己的鞋走自己
的路，从西方化转向本土化，向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
学体系的总目标奋力迈进！”[10] 可以说经过四十年的曲折发
展，华夏传播学研究目前面临的是空前大好的时代背景，《引
论》一书的出版适应了华夏传播学教学的需要，是莘莘学子
进入华夏传播学视域的津梁。
二、以儒释道为核心阐述华夏传播的独特面向
《引论》一书是一部立意深远，学术视野广阔，能够从
新颖的传播学角度加深人们对于华夏文明认知程度，增强国
人文化自信的学术著作。
《引论》一书的编纂写作，极佳地实践了黄星民教授在
《华夏传播研究刍议》中提出的研究设想，内容以中国传统
社会特别是中华古代文明为研究边界。一方面着力形而上的
华夏传播思想研究，另一方面着力于形而下的具体的华夏传
播活动研究。
从形而上的无形的抽象的华夏传播思想一面来看，《引
论》的第一章“华夏内向传播的儒释道视角”和最后一章“华
夏宗教传播的文化视维”首尾呼应，从不同传播视角切入到
了“儒释道”这一中国古代文明具有共性的形而上的传播议
题上来。儒释道三个面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，讲清
楚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共同思想特征和
和各自独特的思想特征，那么距离讲清楚华夏传播思想究竟
差什么？“虽不中，亦不远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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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释道三个字，展开来讲既可以解读为：儒家、佛家、道
家，又可以解读为儒教、佛教、道教。前者是说三者具有学术
流派和思想流派，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；后者是说三者作
为“教”，教化的教或者宗教的教，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，安
置个体幸福的精神归宿，具有较强的形而上文化传播功能。
“心性之学”是华夏文化思想区别于西方独具特色的思
想模式，牟宗三先生讲：“西方关于‘人’方面的种种体悟，如
文学上哲学上对生命的体悟，宗教上对神性与罪恶的体悟，
黑格尔的哲学对于精神的体悟，都有高卓而深切处，尤其在
义理之性的领域里，皆有可以充实而振拔吾人者。然就人而
‘当体了悟’，则不及中国‘心性之学’之亲切。中国心性之
学在义理方面牵涉到生命、神性、罪恶、精神等，是在圣贤功
夫的道德践履中而展开，并不只是哲学的空讲，亦不只是宗
教的信仰与祈祷，更亦不是文学的赞叹与诅咒。”[11] 想要研
究清楚究竟什么是华夏传播思想的核心以及独特之处必须
要到“心性之学”里去求，儒家的“修身养性”，佛家的“明心
见性”，道家的“性命双修”，共性就是皆以“心性”这一形而
上的话题作为主题，个性就是儒释道三家在具体功夫论上的
取向不同。《引论》一书的第一章“华夏内向传播的儒释道
视角”，正是把儒释道作为学术流派从而进行的内传播学分
析。内向传播（intrapersonal communication) 或称人内传
播、内在传播、自我传播，是个人接受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
行信息处理的活动。就其形式而言，内向传播与儒家所讲之
性理，道家所讲之玄理，佛家所讲之般若，多有共通和契合
之处。谢清果教授曾经倾力付出数年之功研究内传播视域
下的儒释道三大家思想，发表了《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
自我观探析》、《内向传播视域下的< 庄子>“吾丧我”思想
新探》、《无：道家内向传播的独特范式》、《作为儒家内向传
播观念的“慎独”》、《内向传播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》、《新
子学之“新”：重建传统心性之学——以道家“见独”观念为
例》、《儒家“修身为本”的内向传播意蕴考析》等系列研究
华夏内向传播的论文，《引论》一书的第一章正是在谢清果
教授研究基础上的综合和分析，以内向传播这一独特的视角
审视和分析儒释道这一华夏文明的三大主干思想，较好体现
和反映谢清果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，为今后的华夏内向
传播思想研究夯实了基础。
《引论》的最后一章“华夏宗教传播的文化视维”再次
谈到儒释道，不过这次不是儒释道三家，而是儒释道三教。
在具体行文上，本章用了佛教道教的字眼，却没有用“儒教”
一词，而是仍然用“儒家”。[12] 这里涉及到一个“儒学是否是
宗教的问题”，其实早在1998 年《文史哲》组织的“儒学是
否宗教”笔谈上张岱年、季羡林、蔡尚思三位老先生就对此
问题作了回答。其中季羡林先生认为“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
以及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期间，只能称之为‘儒学’，没有任
何宗教色彩。”“到了唐代，儒、释、道三家就并称三教。到了
建圣庙，举行祭祀，则儒家已完全成为一个宗教。”因此“从
‘儒学’到‘儒教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。”[13] 季羡林先
生这是从传播的眼光来看问题，原始儒是儒家，汉唐之后的
儒，逐步被神化，则可以被称为儒教。因此从动态发展来看
儒学是可以被称为儒教的。
除了儒释道三家内向传播思想和儒释道三教宗教传播之
外，《引论》一书中涉及的华夏传播形而上方面的尚有许多，
如第二章第一节谈到的“言必及道：华夏人际传播中的语言
规范智慧”，第四章第二节“礼乐传播：华夏传播大众传播的
基本形态”，第九章“华夏媒介批评的人文精神”等论述，均
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释道思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，都是
以传播思想研究为主的华夏传播形而上方面的卓越而富有理
论贡献的研究。
《引论》一书有些章节在华夏传播学理论进步过程中发
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，例如第四章第二节“礼乐传播：华夏传
播大众传播的基本形态”从詹姆斯·凯瑞(James W. Carey)
的传播仪式观研究思路出发分析中华文明中的礼乐传播思
想，吸收和继承了吴予敏教授和黄星民教授所倡导的华夏文
明传播中的礼乐传播理论。[14] 黄星民教授在《礼乐传播初
探》一文的最后提问到：“我们先辈在礼乐传播中表现出的
传播智慧，特别是传播道德，能给今天的世界以什么样的启
发呢 ?”[15]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黄星民
教授十七年前种下的启发的种子，在经过反复思考，苦思冥
想的十七年之后终于有所收获，谢清果教授在编著《引论》
一书时特别辟出第四章“礼乐与媒介”专门探讨华夏礼乐传
播理论，于华夏传播理论的传承实在是功不可没。最近谢清
果教授和博士生林凯发表的《礼乐协同：华夏文明传播的范
式及其功能展演》一文，[16] 则是对华夏“礼乐传播理论”的
更进一步的深层次探索！
三、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进路探索华夏传播研究
正如牟宗三先生在《才性与玄理》序言中所言“文化非
可以游谈。必将深入其里而一一通透之，方能于生命起作
用。”[17] 讨论华夏传播必须深入到华夏文明形而下的、具体
的，有形的传播活动和物质媒介层面，方可见出华夏文明传
播路数与西方传播路数迥异之处，方可见出中华传播传统中
传播亦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传播活动亦是生命的一种道德实
践，传播学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。如此学习和研究华夏传播
学方能如牟宗三先生所说“于生命起作用”。
从形而下的华夏传播活动方面来看，《引论》一书这方
面的内容可谓包罗广泛，极其宏富，既涉及到华夏文明传播
中的大传统，又涉及到华夏文明传播中的小传统。所谓“大
传统”、“小传统”之说源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芮斐
德（Robert Redfield），他在1956 年发表的《乡民社会与文
化》一书中，提出了“大传统”（great tradition）与“小传统”
（little tradition）的区分，用以说明在比较复杂的文明中存
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。20 世纪90 年代经台湾李亦园
教授的引用，将大小传统的概念运用于分析解读中国传统文
化。[18] 据王元化先生解说：“所谓大传统是指上层士绅、知
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( 相当‘五四’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)，
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
(refined culture)。与此相对应所谓小传统，则是指一般社会
大众，特别是乡民或俗民听代表的大众文化( 相当‘五四’时
期所说的平民文化)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也可称作高文化与
低文化(high and low culture)。芮氏所用的后一称谓和我们
过去所说的雅文化与俗文化，以及今天所说的高雅文化与大
众文化是比较接近的。”“大传统即上面说的过去思想家所
产生的高层文化或高雅文化，小传统即过去的民间文化，包
括谣谚、格言、唱本、评书、传说、神话、小说、戏曲、宗教故
事等。”[19]
正如王元化先生的解读“大传统”和“小传统”所指称的
对象，诸如雅文化、俗文化，阳春白雪、下里巴人，贵族文化、
平民文化等等，在中国典籍的话语中古已有之或者旧已有之。
在华夏文明传播中使用这两个概念并非简单套用西方理论，
特
别
推
荐 —
 
文
化
传
播
东南传播     2019 年第 3 期（总第 175 期） 58
而是因为这两个概念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有效分析概念。
华夏文明传播中的大传统主要指中国古代社会国家、民
族、政权、士大夫精英层面的传播活动和传播实践。《引论》
一书的第五章“天下与朝贡：华夏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形态”
开篇即从诠释“国”字在中国历史中的原初含义起论，从朝贡
关系入手系统梳理了华夏朝贡制度的历史演变，指出“朝贡
是华夏最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”，[20] 藉由此分析了华夏跨
文化传播的特点和影响。第六章“说难与立德：华夏说服传
播的攻心之法”，接续了黄鸣奋《说服君主——中国古代的
讽谏传播》的议题。说服术西方称之为修辞术，是士大夫精
英阶层的必修课程，说服的主体是君主和士大夫，我国现存
最早的史书《尚书》中所记载的说服正是君主对贵族士大夫
的说服，[21] 其他典籍诸如《鬼谷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战国策》
中记载的更多的是士大夫对君主的说服。《引论》中提炼出
了“攻心为上”这一华夏传播特色，并结合华夏文明中凸显
的道德实践这一民族特征，指出说服术不同于古希腊的诡辩
术，在儒家文明的规训下兴盛于先秦纵横家之手的说服术逐
步有了“正人心”的传播功能，既重视口服又重视心服，讲究
“心悦诚服”的传播效果，深刻揭示了“华夏说服传播思想
中蕴含的丰富传播智慧”[22] 其他如第七章“文人论政：华夏
舆论传播中的民意表达”则从舆论学角度阐释了君主专制政
体下，华夏舆论传播独具民族和历史特色的传播模式和绝
然迥异于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衍生出的“舆论”（public 
opinion）概念。这些都是对华夏文明传播大传统具体的、有
形的、形而下的、深入到文明细节处去的阐述，其中有许多
议论，不乏精彩和独到之处。
华夏文明传播中的小传统主要指中国古代社会大众层
面的，民间层面的与平民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传播活
动和传播实践。《引论》一书第二章第二节：“面子：华夏人
际传播中的人情媒介”和第三节“关系：华夏人际传播中的
鲜明特色”，是对传统“乡土中国”民间社会人际传播描写
的点睛之笔。传统中国最大规模的人际传播就是自于民间
社会的人际传播，因此“华夏人际传播理论方面最有特色的
当属‘面子’及其背后的‘关系’”[23] 它们是“礼乐传播”大
传统在民间社会小传统发生作用的真正影响因子。第十章对
“华夏文艺传播”传播形态的探讨，也是华夏文明传播的小
传统。传统中国国家民族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大传统对民间社
会影响并非直接的，而是通过小传统间接影响的。歌谣、戏
曲、小说、神话、评书、唱本等文艺形式，受众以民众为主，它
正是大传统中的经史观念由上向下向大众传播的有效途径。
第三章第三节，将研究视野聚焦到了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的一
种特殊的社会存在——帮会组织上来。形式各样的会道门
组织与某些显性的华夏文明大传统相冲突，因此只能秘密地
存在于地下，我们称之为“秘密社会”或者“江湖”。“在中
国漫长的历史上，秘密社会一直作为下层群众的集合体而存
在”，[24] 因此其传播属于华夏文明传播的小传统。由于“秘
密社会”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不仅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
命力同时又传播着华夏文明中某些隐性的大传统，因此它们
是华夏文明小传统的重要传播组织。秘密社会帮会组织现
象背后承载着华夏文明先秦墨家文化传播和游侠文化传播，
若能结合杜亚泉、王学泰等关于“游民文化”[25] 的阐述以及
“水浒传”、金庸武侠小说等作品的文艺传播加以研究，将
是华夏传播领域中一个有趣的面向。
华夏传播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并不是简单地二元对立
的关系，而是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、相互塑造的关系。大传统
需要藉由小传统将主流价值观和精英文化传播到大众中去。
民间社会、民间信仰、民俗文艺对大传统的再创造，也将影
响到普罗大众对大传统的理解以及大传统在大众传播中最
终所呈现的面目。《引论》一书的第三章“控制与抗拒：华夏
组织传播中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博弈”开启了华夏传播中大传
统与小传统的交互影响的研究，虽然仅仅是从组织传播视角
契入，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华夏传播的全面深入还是颇具有启
发意义的。
四、结语
《引论》一书，论述全面，资料翔实，是一本论从史出，
引人入胜的优秀华夏传播学入门读物，对于培养青年学子的
华夏传播研究理论素养，开拓研究视野必将起到重要作用，
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道通往华夏传播领域的津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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